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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①

金燕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劳资关系的政府调节主要是废除约束性的立法，同时通过一些新的法令以保障个人的
经济自由。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政府对劳资关系更多的是要摆脱而不是承担责任，政府意在通过这种调整建立一种以

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新模式，这明显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天

赋的权利，表现在劳资关系方面就是个人的契约自由、谈判自由、劳动自由等，这种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

的对立，反对限制个人自由的立法，要求不受限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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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英国劳资关系及政府调节的研究尚属初级阶段，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相关成果渐
渐增多，其中涉及时段多为二战之后，或者仅仅针对劳资关系立法的某个方面，缺乏对于某一个特定历

史时期政府调节全面、系统的描述与分析①。笔者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政府对劳资

关系的调节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以此请教各位方家。

工业革命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发生重大转

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调节主要包括“除旧”与“布新”两大部分的内容，“除旧”指的是废除以管

制为特点的家长式立法，为劳资关系松绑，“布新”指的是通过一些新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结社法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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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法。而在这破立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家长主义的日渐式微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

因此，本文将考察的对象锁定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方面，以此揭示这一时期政府调节的本质所在。

１　除旧
在前工业社会，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立法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１５６３年颁

布的《关于各业工匠、工人、农业仆人和徒工的立法》。这些劳工立法对于雇佣合同，厘定工资、从业资

格、雇主和雇工之间纠纷的处理等劳资关系的诸多方面都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这

种以管制为特征的前工业社会立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抨击，主要集中于厘定工资及学徒制条款。前者规

定由治安法官厘定劳工工资并监督执行，后者规定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人均必须经过一定的学徒

期方可自由从业。此时，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工资应由市场力量决定而非政府规制，并与整个社会的财

富总量密切相关。而学徒制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自由，也侵犯了雇主的自由，“妨碍了劳动的自由活

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职业转到其他职业。”［１］１１５－１１６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自１８世纪开始，雇主规避立法规定的行为就屡屡出现，遭到了工人的强烈反对。１７７３年，迫于丝
织工们锲而不舍的暴动，议会通过了斯皮塔菲尔德织工法案。该法案授权治安法官及其他地方官员规

定在丝织业中被雇用者的工资［２］５４８－５４９。斯皮塔菲尔兹法案确实为工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可是它

保护的范围极其有限，只是该地区的丝织工。除了要求治安法官厘定工资之外，工人中还出现了要求制

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呼声，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塞缪尔·怀特布来德即是其中之一。１７９５年１２
月９日，他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最低工资议案，要求授权治安法官为劳工厘定最低而不是最高工资，所有
雇主和雇工之间一切低于这一规定工资的合同均为无效，违反法律的雇主将被罚款或监禁［３］。

该议案遭到了威廉·皮特的强烈反对。深受自由放任思想影响的皮特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

活。１７９６年２月１２日，他在议会致词时说：“请看看官方干涉工业发展的情况吧，以及最好的意图产生
最坏的结果的情况吧……商业、工业的交换始终会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状态，它们只会被人为的措施所

搞乱，这些措施一旦干扰它们的自然活动，就会阻止它们发挥良好作用。”［４］３２１他反驳了怀特布莱德关于

工资没有随价格上涨的判断，声称劳工的苦难已经由于雇主的仁慈而得到了缓解。他竭尽全力地反对

立法干预工资。在皮特看来，解决这些罪恶不能依靠立法，而应该依靠劳工的自由流动以及废除旧有的

对于使用劳动力的种种限制。反对该议案的远远不止皮特一个人，不少议员都站在自由放任的立场上

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应该由市场根据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自行调节工资水平，国家不应对工资进行立法

干预，议案最终被否决［２］５５４－５６５。

新工资立法的提议最终成为泡影，旧工资立法的地位则更加岌岌可危。在１９世纪初，越来越多的
人要求废除厘定工资的法律。随着这种呼声的不断高涨，议会开始考虑废除这一法律规定。工人们在

得知议会的态度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兰开斯特郡的织工们在请愿书中痛陈他们的艰困处

境：“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经历了几乎持续的工资下降，尽管有时有些微的改善，但最近３０个月以
来，一直是持续下降。工资如此之低，以至于棉纺业织工的平均工资每周不超过５先令，而其他行业中
的通常情况是每周２０～３０先令；而且，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非常之高，……请愿者们谦恭而急切地请求议
会不要废除上述规定，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希望减轻自己现在苦难的法令，……如果议会认为废除这一法

令是合理的，那么请颁布一个同时有利于雇主和雇工的法令来确保工人凭着自己劳动能够获得维持生

存的工资。”［２］５７６这份请愿书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手工工人的心声。

工人们的请愿活动并没能阻止议会废除工资立法的脚步，更没能给他们带来新的保护性措施，相

反，在经过激烈辩论之后，议会于１８１３年断然废除了伊丽莎白劳工法中有关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条款，
取消了对于工资的国家干预，意在使工资完全改由市场力量决定。

在厘定工资条款寿终正寝之后，学徒制条款也迎来了同样的命运。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对于学徒

制的规避一直存在，但对其真正猛烈的抨击却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亚当·斯密认为学徒制侵犯了

劳动者的劳动自由，也侵犯了雇主的自由。很多雇主也愈加感到学徒制的规定不仅限制了他们雇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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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数，限制了他们招募工人的自由，更使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学徒的食宿、教育等额外的家长式的义

务，因此不断要求政府废除学徒制的相关规定。

与此相反，手工工人们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他们希望继续实施学徒制。工业革命时期，许多行业中

涌入的非技术工人使“原先的技术工匠就不得不俯首就范，接受不利的工资条件，从而在事实上降到了

非技术工人的水平”［５］２６。同时工厂制度的迅速发展也使他们面临失业的境地。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

地位，这些技术工匠特别希望政府不要废除学徒制的规定，并进而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力量保证它的执

行，甚至扩大它的适用范围。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展开斗争，一方面是谋求法律的帮助，向违反规

定的雇主提起诉讼；另一方面自己组织起来，向议会请愿，要求更加有效地实行学徒制。

１８１３年４月２８日，工人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请愿，总签名人数达到约３２０００人［６］。请愿

者要求议会同意提出一项修正案使学徒制更加有效，请愿书在提交下院后引起了激烈辩论。在辩论中，

很多议员反对请愿中的提议，认为学徒制在商业的幼年期或许能起到作用，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学徒

制已经没有必要存在。而且有的人的天分并不适合他现在从事的行业，却因为学徒身份的限制不能自

由选择。学徒制束缚了这些人精神和肢体的发展，阻止他们利用自身的特长从事合适自己的

工作［７］１１２０－１１３１。

在罗斯的努力下，议会最终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此事，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委员会的态

度是敷衍了事，最后连正式的报告都没有出具。这个委员会的态度其实也代表了整个议会占主导地位

的态度。与此同时，工厂主们也抓紧时间，向议会请愿要求废除学徒制规定。１８１４年４月６日，议员
Ｈ．戴维斯提交了一份布里斯托尔部分工厂主的请愿，要求废除伊丽莎白工匠法中的学徒制条
款［８］４２３－４２５。４月２７日，议员萨金特·翁斯洛在议会正式提出了要求废除学徒制的议案。他指出这一规
定是不合理的，其目的不是要促进制造业的发展，而是要使制造业屈从于土地利益［９］５６３－５７４。学徒制条

款最终于１８１４年被废除，其实早在１８０３和１８０９年，议会就已经通过法令，废除了毛纺织业中关于学徒
身份的行会法规［２］５８７。虽然那是仅仅针对某一特殊行业的规定，但无疑已经预示了学徒制的最终命运。

２　布新
１８世纪之前，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劳工的力量并不突出，农村劳工由于教区以及法令

的限制不能经常性地流动，力量比较分散，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联合倾向，即使有一些联合也往往是暂

时性的，为了某一特殊目的而暂时存在，目的达到之后就自行消散。而诸如友谊社这种工人之间互助的

团体，尽管有的存在的时间很长，但其目标并不在于提高工资，而仅仅是防御性的自我保障，对于雇主不

构成威胁。因此，在１８世纪之前，关于结社的立法并不多见。
但是，到了１８世纪，劳工的联合与日俱增，通过结社与雇主的对抗也愈演愈烈，在雇主的要求下，议

会不断制定法律以限制某一行业中工人的结社。在１７９９年之前，共有８个有关禁止结社的法令被议会
通过［１０］。这些法令都具备以下共同点：一是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二是在限制工人结社

权利的同时，仍会对该行业中的工资或工作时间做出明确规定。这种压制和保护并存的特点表明这些

法令仍然带有家长式立法的痕迹。

然而，在１７９９～１８００年通过的《结社法》中，这种家长主义的特点却被大大削弱了。该法规定：任
何工匠、工人等都不得缔结非法的合同、契约或协议；如果工匠和工人违背上述法律，则由当地两名治安

法官负责定罪，并处以不逾３个月的监禁，或投入该辖区的感化院从事不逾２个月的苦役；同时，凡是工
匠或工人等以任何手段故意地和恶意地竭力阻止任何未被雇佣的或失业的工匠或工人……受雇于任何

雇主的；或者为获得提高工资等诱惑、劝说、教唆、恫吓或影响其他工人的，或者未有任何正当的或合理

的缘由而拒绝同任何其他在业或已受雇的工匠或工人一起做工的，都是违法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法案同时也限制了雇主的行为，非法签订合同的雇主也将遭到处罚，但他们的处罚是罚款２０英镑，只有
在未缴罚款时，才有可能被处以３个月的监禁［１０］。

与之前通过的结社法相比，这个法令存在明显不同：第一，它取消了此前法案中所附带的保护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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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如直接规定某行业的工资率、工作时间等。第二，它不再局限于某种特殊行业，而适用于所有行业。

第三，其出发点已经是契约自由思想，认为雇佣合同应由作为个体的工人和作为个体的雇主之间自由缔

结，任何集体性的行为都是对这种契约自由的阻碍。这表明作为劳资冲突调解方的国家，已经放弃了原

本对社会下层应该承担的保护职责，而和雇主阶级站到了一起。

１８２５年议会又通过了新的结社法。该法将工会的权利仅限于进行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除此之
外的联合将仍会被以刑事犯罪起诉。即便工会可以就工资和工作时间与雇主谈判，但是他们所能采取

的方法确实相当有限，刑法中有关煽动、妨害、骚扰的规定仍然有效，对工人的联合行动形成了非常具体

的限制。同时主仆法中有关工人擅自破坏契约、离开工作要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没有被废除。

除了结社法的修正之外，在工业革命时期，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工厂法，试图解决工厂制带来的

诸多负面影响。在１９世纪上半叶，议会分别于１８０２年、１８１９年、１８３３年、１８４２年、１８４４年及１８４７年一
共通过了５个主要的《工厂法》以及一个《矿山法》。１８０２年的《棉纺厂儿童健康和道德调整法案》是英
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厂法。其主要内容有：学徒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１２小时，吃饭时间不计在内。
由本郡治安法官每年任命两个视察员（ｖｉｓｉｔｏｒ）来监督法令的实施等等。１８１９年通过的《棉纺工厂法
案》，规定不得雇佣９岁以下的儿童，９至１６岁之间的儿童每天工作不得超过１２小时。负责执行该法
律的依然是治安法官［４］３８３－３８４。尽管该法案已经试图扩展立法保护的范围，但实际效果却极其有限。

１８３３年《工厂法》首次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纺织厂，它规定：“工厂不得雇佣９岁以下的儿童；９
至１３岁之间的儿童每天工作８小时，１３至１８岁之间的青少年一天工作１２小时，……任命４名专职工
厂监督等等。”［１１］２５４－２５５１８４２年的《矿山法》将政府立法保护的范围扩大到棉纺织厂之外，同时首次将妇
女列入了保护对象。１８４４年议会通过的《儿童半时工作日法》，规定所有纺织厂中的妇女和１３至１８岁
的青少年一天工作不得超过１２小时，１３岁以下的儿童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６个半小时，不得雇佣
８岁以下的儿童。直到１８４７年，议会才最终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它规定妇女和青少年１天不得
工作超过１０个小时。三年以后又再次通过新的工厂法，规定一周之中的５天工作１０个半小时，周六工
作半天。

从总体上看，工厂法的立法进程是迟缓的，其适用范围也比较有限。法令最初仅针对棉纺织工厂，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才推广到矿山，但此后没有进一步扩大。而１０小时工作日也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斗
争之后才成为现实，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自由主义者的阻挠。例如劳德戴尔勋爵在反对１８１９年工厂法
提案时就指出它违反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原则之一———劳工应该是自由的。”议员斯马特在反对皮尔

的法案时提出了多条理由，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他认为“立法干预将会使棉纺厂主和其他国家工厂主竞

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是对自由劳动的干涉。”斯马特指出，并非是雇主的反对，而是有关“公民自由”

的理念才是阻碍工厂立法的真正因素，在有关的立法辩论中，这一理念被反复引用［１２］。同样，在１８３３
年，当奥尔索普勋爵在议会提出其工厂法议案之时，他严厉批评了之前萨德勒的议案，他说：如果萨德勒

的议案被实行，将会增加外国厂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并引起国内制造商利润的下降。这不是一个人

道的措施，相反，却是会带来最大罪恶的议案［１３］９１１。因此，奥尔索普的议案仍然将工厂法的适用范围限

定在儿童，因为儿童不是“自由人”，才需要立法干预，法律不应干预成年人的劳动自由。

１８３７年，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西尼尔发表了《工厂立法通信》，认为缩短工时增加了生产成本，对经
济发展将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因此，国家立法干预工厂的工作时间是极不可取的。西尼尔的观点在

当时拥有众多拥趸，托利党的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辉格党的发言人亨利·拿波切，激进的自由

主义者休谟，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都引用西尼尔的观点来反对１０小时法案［１４］１０５－１０６。坎宁安认为以

西尼尔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对工厂立法的强烈反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给工厂立法的进程造成了很大

的阻碍［１５］７８９。

３　结论
由上可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劳资关系的政府调节主要是废除约束性的立法，同时通过一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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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以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结社法限制雇主和工人的联合，认为劳资关系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个

人之间的联合。同时迫于现实需要，政府陆续通过一些工厂立法对童工及女工的权益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保护，但这一立法进程却是非常迟缓的。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政府对劳资关系更多的是要摆脱而不

是承担责任，政府意在通过这种调整建立一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新模式，这明显是受到了当

时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表现在劳资关系方面就是

个人的契约自由、谈判自由、劳动自由等，这种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对立，反对限制个

人自由的立法，要求不受限制的自由。

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与雇主之间无论是在经济地位还是法律地位都存在显著的不平

等，他们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与雇主相抗衡，但又没有联合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权利，因此，他们在劳

资关系中是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臆想中的自由，是资本家用来剥夺工人利

益的一个新鲜的口号，真正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工人的自由。这样一种对工人的剥夺必然会招

致工人们的激烈反抗，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引发人们对于国家职能的重新思考，为之后政府劳资

关系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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